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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当前的预算管理具有典型的激励不相容特征，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虽有利

于社会整体效益的增进，却无益于部门利益的提升。部门不仅不能从资金节约、效率提升

中获益，反而会使部门预算因资金结余被削减、部门绩效因支出目标未达成被扣分。这种

逆向奖赏资金浪费、惩罚效益提升的管理机制，使部门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悖，同时也与绩

效预算改进政府行为模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充足高

质量服务的要求背道而驰。应通过改变预算编制基本单元、再造预算绩效管理流程、完善

预算奖惩机制，构建相容性预算激励机制，诱导部门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选择最优社

会行为，实现社会效益与部门利益的共同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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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绩效为核心的预算管理将对投入控制的重视转变为对目标和结果的关注，期望通过适度放权获取

可预期的预算管理结果。这一预算管理模式以预算主体最终执行结果为客观考核标准，以此检验政府预

算对民众偏好的满足与回应程度，并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基准，对预算主体进行激励与约束，最终将政府

预算运行引入不断完善与持续提升之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预算绩效管理在回应民众偏好，实现社

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方面，完美切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

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和布莱登·斯瓦德洛，2001；苟燕楠，

2010）。

党的十九大报告因之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在 3-5 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作为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机制因其在规范预算主体行为，

调动和激发预算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具有的独特意义，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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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激励机制的理论原理与实施流程

合理构建的激励机制通过对责任主体主观动机和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激发其内在动力，并使其确

信围绕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会得积极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主体才会因之努力奋斗、积极作为，不

断完善行为、改进绩效，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

（一）激励机制的理论原理

波特和劳勒（1977）综合激励理论认为，激励由期望→努力→绩效→奖励→满意度→再努力等一系

列因素组成，在对付出怎样的努力可达成预期目标，达成预期目标之后会获得怎样的奖赏，获得的奖赏

是否能够满足预期，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责任主体会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

即目标是否值得努力，应该如何努力。为此，应从期望、努力、绩效、报酬和满意度等方面构建激励流程，

且这几者间成正相关关系，即期望值↑→努力程度↑→绩效↑→报酬↑→满意度↑→持续努力积极性↑

（刘轩宇和方有云，2015）。

从上述分析可见，综合激励理论的核心在于责任主体对报酬效价的主观预期，亦即，要达到有效的

激励必须处理好期望→努力→绩效→报酬→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责任主体的积

极性，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程国平，2002），其大致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主观预期的绩效激励机制

（二）预算绩效激励机制构建的主要内容及实施流程

预算天然具有激励效应，预算过程中的资金配置规模及拨付时效都会对部门行为产生影响，但却不

一定能起到正向激励作用。因为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绩效考评实施是否公平公正，绩效奖惩制

度设计是否具有吸引力等，都会对预算激励效应产生显著影响。要构建与预算绩效管理相适应的激励机制，

还应从目标预期、结果评判以及奖惩兑现等方面入手，将激励机制内嵌于预算绩效管理流程之中。

其中，“目标预期”是指责任主体对目标投入效价的判断以及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预期，目标投入效价

判断越高，责任主体投入的努力程度则会越高（赵驹，2013）；所谓“结果评判”是指对责任主体目标达成

程度的评价，既包括评价的方法，也包括评价的标准和指标体系（曹堂哲和施青军，2018），该方法与标准

不仅应相对稳定，还应在投入效价中予以事先体现与规范，以保障评价结果的可预期；所谓“奖惩兑现”是

指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奖励和处罚，当奖励与处罚结果符合责任主体的预期时，会激励责任主体改进行为模

式、提升行为绩效，当奖励与处罚结果不符合责任主体的预期时，则责任主体会消极怠工，失去努力的动机。

基于此，对照预算绩效管理流程，合理的激励机制应包括：（1）用于投入效价判断的绩效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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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结果评判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3）依据评价结果对责任主体进行奖励与处罚的奖惩措施。

这三大领域的制度规范，可有效保障预算组织方（财政部门）和预算实施方（预算部门）就绩效报酬的

效价达成一致，通过预算实施方对目标投入报酬价值的合理预期，激发其努力工作的内生动力，并通过

预算组织方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价、奖惩承诺的充分兑现，促进预算实施方持续不断改进预算行为、提高

部门效率。其运行机理如图 2 所示。

图 2　预算绩效激励机制运行流程

二、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激励机制的问题表象及产生根源

合理的激励机制，既要通过一定的惩罚措施将个人行为限定在合理范围，更要依托明确的奖励措施

鼓励改革与创新，为发展提供可靠的动力。中国当前的预算绩效管理在激励机制构建方面，与这一要求

相去甚远，还存在着明显的激励本位错位、激励流程失当、奖惩措施失效等方面的问题。

（一）以部门为本位的预算编制单元加剧激励不相容

目前，中国的预算编制仍以部门为基础，预算资源申请者只要是政府部门，提出申请资源的数量和

用途说明，就可以获得预算资源，并以一定基数不断增长（马蔡琛，2018）。在这种预算编制模式下，

每个部门都在想方设法攫取更多的预算资源，却并不关心资源使用效益与使用结果，因为节约成本、提

高效率虽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益的增进，却无益于部门利益的提升：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带来的资金结余

意味着部门不需要更多的资金，将导致部门预算被削减，部门绩效评价也会因预算执行率下降被扣分。

而花掉所有资金、哪怕是浪费性支出，则表明部门工作量庞大、资金不够使用，反而会使部门预算不断

扩张，亦或不增加但也不至于受到损害，绩效评价也不会因此而降级降分。

这种导致部门利益与社会利益不相容的预算编制模式，使预算资源申请者仅关注“多少”（即部门攫取

的预算资源越多越好），而忽视“多好”（即追求预算资源的使用效益）（王雍君，2018），致使预算管理的正

向激励作用难以发挥，各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不相容逆向激励机制成为中国预算改革

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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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部门为单元的预算资源配置本位，使部门更多地聚焦于自身利益，忽视公共利益，使

部门预算决策与国家战略及民众偏好的相关性不够充分，民生需求领域投入不足，而这正是中国预算管

理激励错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激励流程失当，无法保障激励预期的实现

在预算管理中，应运用各种激励因素和激励手段，通过改进和完善预算管理各个环节，将绩效目标

设置、目标执行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这三个彼此衔接并相互影响的要素融合在一起，以激发部门履职的

积极性。但目前我国在绩效目标管理、目标执行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等三个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 绩效目标未能充分反映绩效管理的核心要点

美国心理学教授洛克（1968）认为激励因素通过目标影响工作动机，设置合适的目标就是最好的动

机激励方式。由此，设置合理的绩效目标不仅是基于预算的管理要求，更是基于激励机制的构建要求。

（1）绩效目标未能发挥引领预算编制、约束项目实施、促进成果显现的作用

对于预算绩效管理，绩效目标是预算实施方的具体工作内容，同时也是预算组织方进行考核评价和

实施奖励与处罚的依据，直接关系到预算实施方的最终利益。绩效目标实际上是联结预算组织及实施双

方目标利益的桥梁。绩效目标的填报与审批也因之成为预算组织方及实施方之间受托责任的全面体现，

是双方就预算资金领用达成的契约。

绩效目标的申报是预算实施方对合约的发起与提出，目标的审核与批复是预算组织方对合约的批准

与首肯，绩效目标一旦批复即意味着合约开始发挥效力。预算实施方应依照绩效目标履行职责义务，预

算组织方应依照约定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对预算实施方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判，并依据约定的

奖惩措施予以奖励或处罚。在这样一种绩效合约的强制性约束下，激励机制才能发挥应有效应。

但我国当前的绩效目标填报和审批都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在绩效目标填报之时，预算实施方（即

预算部门）对预算投入的可行性、必要性未有充分论证，对预算投入可能取得的成果、效益及影响知之不详，

相对应，其绩效目标的设定也就难以精确，经常出现诸如“减少了成本”“方便了居民的生产生活”“提

高了效益”等类表述，在完整性、科学性、逻辑性和细化量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也难以在评价中

予以准确把握。二是在绩效目标审核时，因对项目特点、行业标准等信息掌握不充分，预算组织方（即

财政部门）较为被动，只能以预算单位填报的指标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此外，绩效目标涉及的行业多、

领域广泛、专业性较强，再加上绩效目标审核时间紧、任务重，导致财政部门对绩效目标的审核偏于宽松，

不少地方流于形式。

由此形成的绩效目标在专业性、逻辑性、全面性、完整性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既无法准确体现预

算实施方应承担的履职义务，无法指导与约束预算实施方任务的完成，预算组织方也无法据此对预算实施方

的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合理评判，这样的绩效目标不仅使其激励效应全面丧失，也使其管理效应无法显现。①

绩效目标不完备还直接导致各部门组织的绩效自评价结果不佳。2018 年，96 个中央部门公布了 172

个项目的绩效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平均得分为 95.96 分。其中 79 个项目同时开展了第三方评价，除 16 个

项目第三方评价分数与自评价相同外，有 63 个项目第三方评价分数明显低于自评价得分，差异率高达

79.7%，差异最大的多达十余分，例如，“西部和农村地区邮政普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评价得分

 ①　绩效是管理的核心，管理效率来自于合理目标的设定。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那样，管理的核心就是确定“目标”，不是

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部门及每个人的工作，“部门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美国的

财政改革之路基本上代表了绩效目标管理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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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3.8 分，第三方评价得分为 84.88 分，相差 8.9 分；“出国经贸展览会及服务贸易、品牌建设展示”项

目自评价得分为 96.4 分，第三方评价得分为 84.2 分，相差 12.2 分；“反兴奋剂专项”项目自评价得分为

98 分，第三方评价得分为 88.0 分，相差 10 分。①

对于同一项目开展的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出现明显差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评价的依据不同。自评

价的依据为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填报得不准确、不完备，使自评价未能触及项目的核心要件，评价扣分

主要缘于预算支出进度滞后，以至于只要支出进度完成，自评价得分就能获得满分。但实际上，这些项

目在决策、管理、产出和效果等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缺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引入第三方评价后，依据更

加科学规范的绩效指标评价，得分就会与自评价出现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

各部门各单位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政策、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既是《意见》提出的明确要求，

也是绩效评价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推行的基础。为大力提高绩效自评价的质量，保障绩效评价结果

的公平公正客观，还应尽快完善绩效目标管理，使绩效目标能够真正发挥引领预算编制、约束项目实施、

促进成果显现的功效。

（2）绩效目标设置内容存在明显缺陷

绩效指标设置内容不够完善也是当前绩效目标管理中存在的较为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绩效目标

申报表欠缺预算编制方面的内容。绩效目标设置的本意是通过对职责履行、任务完成的合理预期，确定

与目标达成相一致的资金需求，使预算资金既能满足绩效目标的实现，又能符合受托人的支出意图。这

样一种管理模式使预算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支出需求测算，而非投入预算中固化的定量拨款，可最大限

度避免定量拨款中预算编制依据不充分，测算不科学，与工作任务及达成目标不够匹配的痼疾。但若对

绩效目标的申报并无详尽的预算要求，则很容易使绩效目标的申报重新沦为支出固化的奴隶，使绩效目

标的申报与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脱节，也使绩效目标管理无法发挥改变当前投入预算的重大弊端—因

钱设事的作用，投入预算支出固化的格局也因之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相互矛盾，与标准科学精神不符

指标体系是实施绩效评价的基础与技术支撑（代娟和甘金龙，2013），虽然我国各级各地从不同的角度、

通过不同的方式探索建立起了一系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离满足现实需求还相差甚远。

（1）共性评价指标框架矛盾冲突

目前国内有两套并行使用的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一个是财政部 2011 年发布的《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暂行办法》建议的指标框架，一个是财政部 2013 年颁布的《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

前者从项目实施流程出发，以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为核心构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后者

则从财政资金流程出发，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等维度设定共性评价指标框架。

这两套指标框架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资金投入的评价方面：2011 年指标框架关注预算资金配置

的合理性，关注预算资金的配置是否能够满足项目任务的需求，能否保障任务目标的达成，预算资金的

配置是否有标准，预算编制标准是否科学合理，预算编制时预算标准有否得到充分体现；2013 年指标体

系关注的则是资金投入的规范性，例如资金到位率、到位及时性，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关键性评价内容，

如预算投入规模是否合理、与预期产出是否匹配、预算成本是否科学等未予体现，这也使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标准科学”的预算改革思路缺失了考核依据。

①　参见董鑫、孟亚旭、赵天嫜、周宇所写《中央部门决算首晒“第三方评估”》（北京青年报，2018-07-21）。



2019 年第 6 期

5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政府预算应“标准科学，约束有力”，所谓标准科学就是指预算编制要

有明确的成本意识，要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要充分体现预算编制对成本的控制取向。当前各级各地在

开展绩效评价时主要依据的还是 2013 年的共性指标框架，这就使对预算编制进行成本控制缺乏应有的抓

手，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标准科学”的预算改革思想难以落实，也使当前的绩效评价体系与政府

预算改革要求出现脱节与不适应。

（2）个性化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由于财政部未对个性化指标提出明确的构建要求，而个性化指标又是绩效评价不可或缺的技术要件，

我国各地政府在构建个性化指标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基于各地专业水平不一、投入的力量不一，导

致个性化指标体系设置标准不一、维度不一、详略不一，未能形成系统的分行业分领域评价指标体系（李

金珊，2018）。

此外，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还存在忽视质量效益指标、偏重投入产出指标的现象。但非常遗憾的是，

投入产出指标值虽易于测度、可操作性强，却并非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绩效管理所关注的核心要点，对

投入及产出指标的过度关注，不仅转移了评价重心、分散了评价要点，还扰乱了对核心问题的关注，最

终使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及有效性受到损害。

3. 绩效评价结果利用手段单一，结果应用有效性下降

在我国当前的预算绩效管理与评价中，绩效评价结果未能得到有效应用是实际存在并十分突出的问

题。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偏弱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原因，即被评价单位的绩效意识还

较为淡薄，还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现象，开展绩效评价只是为了完成财政部门布置的任务，

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马蔡琛，2019）。

另一个则是客观原因，即评价结果难以应用，而这是从技术上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需更加关注的

问题。当前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存在明显的时滞性，绩效评价一般针对上年完成的项目开展，评价结果

通常应用于下一年度的预算决策之中，其间需要跨越三个预算年度，被评价项目在第三个预算年度是否

依然保留，评价提出的问题在第三个预算年度是否依然存在，评价提出的改进意见在第三个预算年度是

否依然适用……这些问题的实际存在，使评价结果的应用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也使通过评价结果应用达

成督促部门改进预算决策、优化预算安排、增进施政责任的评价目的难以实现。

（三）奖励措施不利于绩效意识的树立与良好预期的形成

《意见》指出，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应着力加强与预算安排的挂钩，绩效好的应优先保障，绩效一

般的应督促改进。但实际上，能否得到预算的优先保障，绩效评价结果并非惟一依据，更主要取决于其与

战略和政策的关联度、与民众需求和偏好的紧密度（Greitens 和 Joaquin ，2010），重要的支出领域即使绩

效评价结果不佳，预算资金也会按时按量予以重点保障。这也使部分重点支出领域对绩效评价结果并不在

意，因为所谓的预算资金配置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不会对重点部门及重点项目产生根本性影响。而对于

非核心部门和非核心项目来说，在内部控制越来越严格、预算资金支出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削减预算资金、

取消项目立项，并不会对部门产生实质性触动。这样一种绩效结果与预算的挂钩，使工作努力的部门未得到

应有的奖赏，工作懈怠的部门未受到应有的处罚，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效果也因之大打折扣，并由此形成

一种对于预算绩效激励来说极为不良的预期与影响。

（四）对责任主体行为予以约束的问责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在我国，无论是《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还是《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都未对绩效问

责做出明确规定，就连一些地方专门性管理规定，对问责的界定也不够准确与严密，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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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责任，而对绩效责任未予体现。例如《河北省预算绩效管理问责办法》《重庆市巴南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

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决定》，其绩效问责事由主要还是不按规定编制预算，预算执行未按预定科目，出现截

留挤占挪用资金现象，体现的仍然是传统的规范性财务责任，而未上升到绩效管理层面（程国琴，2014）。

与此同时，在我国的绩效问责中还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绩效问责的主体仍是部门或单位，对

于预算的实际负责人并无追责规定，导致绩效问责缺乏应有的威严（蒋悟真等，2017），遵从度普遍偏低。

事实上，中国的政府预算决策具有典型的分散化特征，各级分管领导在其分管领域内享有较大的影响力，

形成固化的预算权限，不仅肢解了政府预算管理的统一性，也降低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性，使大量预

算资金游离于预算绩效管理之外，也使预算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少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政策及项

目即产生于此类决策之中。由此，强化对责任主体的问责在中国更具有其现实意义。

三、改变编制本位、完善核心流程，构建相容性预算绩效激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应能抑恶扬善。为抑恶——应构建严格的处罚机制；为扬善——应构建激励相容的

奖励制度，这是保证预算绩效管理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由此，合理的激励机制应使预算实施方在履行

合约责任后所获实际收益不低于其预期，并促进预算实施方在进行行为模式选择时，能够在满足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预算组织方收益最大化，以达成预算组织与实施方双方目标函数的协调一致。

（一）改变预算编制本位，引入规划预算

规划是政府部门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规划的设立以社会活动目标的实现为基础，

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分属哪一部门无关（Barraclough，2005）。这一预算模式将预算管理的重点从财政支

出的购买对象（即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转向财政支出的目的（即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使预算编

制的单元由部门转向规划，为打破预算资源竞争中根深蒂固的部门本位主义，促进预算资源配置优化奠

定基础。基于规划制定的强制性要求，规划预算使公共部门从关注部门可获取多少预算资金，转向关注

部门如何更好地完成规划任务，使政府部门及其每一员工更加清晰地认知本职工作与部门产出的关系，

与国家战略及民众需求的关系（Lu 等，2015），将个人利益与部门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实现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及社会利益目标函数的相容与一致。

此外，与按部门编制预算不同，规划预算编制时应设立明确的规划目标，该目标应与国家战略及民

众需求相关，同时还应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这一预算编制方式既可督促预算资金配置与国家战略及

民众偏好相符，还可确保对规划结果进行考评（童伟和丁超，2015），从而能够通过评价发现各个部门

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为更为精细地审查预算，减少无效低效资源配置和浪费提供更佳工具。

总体来说，以规划作为预算配置的单元，将预算资源配置的本位从传统的部门转向规划，聚焦于规

划运行效率，围绕国家战略及民众需求做出资源分配决策，使规划与资源配置相匹配，与民众需求相匹配，

可增强预算的结果导向，为构建激励相容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奠定基础。①

①　规划预算与项目预算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项目预算编制的基础是部门中长期发展目标及年度工作计划，是部门职能履

行的具体体现。规划预算的编制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核心，其承担主体可以是单个部门，也可以是多个部门，是对国家战略更

高层面的体现。鉴于规划预算是投入预算和中期预算之间的中间形态，不少转轨国家的预算改革实践表明，从投入预算向中期预

算的转变需要辅以规划预算的过渡与衔接。以俄罗斯为例，2010 年俄罗斯总统提出：“应对国家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根本性改革，

即向新的以规划为目标的预算制度转轨。政府的一切运营活动都应以国家规划为基础。这将极大地调动每一个政府部门的积极性，

使其工作与规划文件所确定的优先性保持一致，使每一卢布的国家支出都能着眼于其能够取得的最终结果。”2011 年，俄罗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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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绩效责任换取管理自由，构建符合部门期望的奖励办法

预算的奖励要建立在部门的期望之上，奖励应与部门目标、部门满意度正向相关，使部门在实现社会效益

的同时能够得到相应的奖励，促使部门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由此，在构建符合部门期望的绩效奖励办法时，

应突出奖励与部门目标、部门满意度的结合，应关注部门预算管理权限的扩大及其灵活性的增加。

绩效预算是一种结果导向型预算，其目的在于通过绩效责任换取管理自由，将使用预算资金的权限赋

予资金管理者，在预算管理中实现战略目标与管理结果的有机融合（赵早早和何达基，2019）。为强化部门

预算管理责任，增加部门管理灵活性，美国出台的《1993 年政府绩效与成果法案》规定，当机构绩效任务完

成情况良好并获得一定的绩效美誉度时，作为对机构责任感的回报，机构在编制绩效计划时可享有更多的

管理权限，例如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经批准扩大人员编制数量、提高工资补贴额度、在部分预算科目间调

剂资金等。新西兰出台的《公共财政法案》也明确指出，支出部门享有不经议会批准在产出类别间调整预算

资源的权限。澳大利亚赋予部门的预算管理自主权限更大，在促进目标结果与管理有机融合方面，澳大利

亚支出部门可以灵活选择实现绩效目标的途径和方法（Lu 等 ,2015）。

我国当前的预算管理强调规范性，对预算调剂不仅予以严格限制，挤占挪用还属于极为严重的违规

行为，会受到严厉处罚（蒋悟真等，2017），而这一管理模式显然与绩效预算的结果导向相悖。由此，

还应在强化预算部门绩效管理职责的同时，扩大其预算管理权限，预算管理者应可根据部门特点及环境

变化，对项目内及项目间的预算进行自由调配，以选择对公共服务供给最为有利的投入方式。与此同时，

预算部门还可享有利润分享的权利，即部门合理范围内的预算结余可结转到下一预算年度，使部门不必

担心预算被收走而年底突击花钱。利润分享还可部分用于员工奖励，以激励部门节约资金、减少浪费，

使奖励与部门的期望及满意度一致，最终实现部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互利互惠、激励相容。

（三）构建以个人为主体的问责机制，切实做到无效必问责

在构建奖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加强对部门责任的管理与监督，以责任代替控制，强化部门提供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责任与约束。

对预算绩效进行问责，其对象不仅为部门，还应逐步转向部门负责人，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其责

任主体一定是个人。在我国当前的预算决策及执行过程中，部门领导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部

门负责人进行问责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美国审计总署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对被评价部

门的行政长官实行任免和奖惩（Robinson，2016）；澳大利亚《财政管理与责任法案》明确提出主管首长

要担负起特别责任，应对有效并符合道德地利用预算资源负责（De Jong 和 Ho，2017）。

《意见》也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地区预算绩效负责，部门和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绩效负责，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由此，还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逐步构建起以个人为主体的问责机制，例如建立公务员功绩制，对公务员开展定期绩效评价，评价结果

始构建以“国家规划”为基础的规划预算，使规划预算成为俄罗斯中期预算改革的主要方向。俄罗斯国家规划的编制、执行和效

率评估由俄罗斯财政部在中期预算框架内确定，并上报联邦政府批准。俄罗斯国家规划可为由多部门子规划联合组成的综合规划，

也可为某一部门独立编制的规划。俄罗斯国家规划共计 5 大领域 39 项：（1）提高生活质量，包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国家规划。

（2）建设高效国家，包括联邦财产管理，发展金融和保险市场等国家规划。（3）保障国家安全（仅 1 项国家规划）。（4）平衡

地区发展，包括地区政策和联邦关系，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发展，提高联邦主体预算稳定性等国家规划。（5）经济创新与现代化，

包括科学技术发展，发展航空工业，发展医药工业，能源效率和能源开发等国家规划。参阅童伟所著《俄罗斯政府预算制度》（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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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务员培训、奖励、重新分配、晋升、降级、解雇的依据，工作绩效和工作表现较差者必须改进工作，

情节严重者将予以解除职务。同时，建立绩效工资制度，将公务员分成高级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为

高级公务员设立绩效奖励制度，为执行主管提供绩效奖励，并提供高级行政服务执行奖和杰出职业高管

奖，对于事务类公务员也以绩效进行激励，将考核结果作为晋升、降级等的重要依据（徐芳芳和刘旭涛，

2018）。

（四）强化绩效目标的管理效应及契约精神

目标管理是绩效管理的重要前提与基础，绩效目标不仅是预算实施方对资金使用结果的预期，还是

预算组织方约束控制资金需求方的方法与手段，绩效目标的填报与审核实质上是预算组织方与实施方就

绩效合约内容、就控制与被控制达成的协议。

洛克（1968）认为，如果想要通过绩效目标的设立，实现对组织成员行为动机的有效影响，绩效目

标应明确而具体，虽然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又可通过努力得以实现，这样的绩效目标才能够产生良好的

激励效应（Barraclough，2005）。绩效目标的设定不仅应考虑上述因素，还应综合参考目标的往年完成情

况、绩效评价的结果、投入产出标准以及部门预算控制数等（马蔡琛，2018），只有据此对绩效目标进

行充分论证，同时强化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的结合，并加强内外部专业审核，才能促使绩效目标填报质

量有效提高。

对于绩效目标的审批来说，预算组织方还应该进一步慎重，因为经由财政部门审核并随预算批准下

达的绩效目标，将被视为财政部门与预算部门针对预算资金领用达成的协议，具有绩效合约的约束效应。

财政部门还应进一步提升对绩效目标审核的重视程度，并着重对绩效指标和标准值的完整性、客观性和

科学性，预算投入和产出目标的匹配性，预算资金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保障性，评价指标与绩效目标

之间的对应性等方面进行审核。

此外，财政部门还应进一步完善绩效目标申报内容。首先，应拓展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关于预算资金

的内容，只填报预算投入总规模是难以判断预算投入与预期产出和成果之间对应关系的。其次，对于产

出成本指标的内容应予以清晰界定，对何为产出成本，产出成本涉及哪些要素，要填报哪些内容，应有

明确规定。第三，关于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其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与产出效果之间的关

系是否对应，仅仅只是提交几个数据还难以反映全面的内容，还应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补充说明，对预

算编制的成本核算依据、核算过程予以充分体现。

（五）科学合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对象、不同的预算资金活动

形态、不同的预算绩效管理流程、不同的预算绩效评价目的和目标，规范绩效评价指标的组成要素。

1. 构建政府、部门、政策和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

《意见》将绩效管理划分为政府预算、部门和单位预算、政策和项目预算三个层级，还应据此设计

包含预算收入与支出的政府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兼顾部门职能特征的部门和单位绩效评价共性

指标框架、包含事前与事后的政策和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

2. 强化个性指标体系，构建项目指标库

个性考评指标是针对部门和行业特点确定的适用于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项目的绩

效考评指标，是科学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基础，是保障绩效评价结果科学、合理、公正的重要前提（赵

敏和王蕾，2016）。

应依照行业分类，设置教育类、科技类、文化体育类、支农类、社会保障类、医疗卫生类等个性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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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依照预算功能分类，设置会议培训类、基础设施建设类、大型修缮类、设备购置类、信息网络运维类、

政策研究类、大型活动类等个性指标体系。在个性指标体系设置过程中，还应充分关注相关领域国家战

略及政策提出的绩效要求，并将其充分融合进个性化指标体系之中。

海量指标信息的归集与利用还需有现代化技术工具支撑，绩效指标库的建立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

自动推荐匹配等智能化功能，使指标具有通用性、丰富性、标准性及实用性，可为各级各类部门所共享。

（六）强化结果应用，着力推进事前绩效评估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是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和归宿。评价结果的应用应在优化预算资金配置，提高预

算资金使用效益，增进部门基本公共服务责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增强评价结果应用，我国各级各

地开展了大量工作，如反馈与整改、与预算挂钩、向社会公开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

事后评价已很难改变一个事实，即稀缺而宝贵的财政资金已经消耗殆尽，其实施结果好与不好，都已成

为事实，难以改变。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与其坐以等待未来不确定的改进，不如强化事前评估，通过绩

效评价结果的直接应用，将存在于立项与决策阶段的问题消弭于起始阶段，最大限度降低无效低效支出（童

伟和宁小花，2018）。

《意见》为此明确指出，“要加强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预算审核，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审核和评估

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由此，不仅应加强事前绩效评估，还应出台相关规定，强制一定

额度以上的重大政策或重点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总体来看，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还需从改变预算编制基本单元、再造预

算绩效管理流程、完善预算奖惩机制入手，构建相容性预算激励机制，促使部门在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同时，选择最优社会行为，以实现社会整体效益与部门利益的共同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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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mpatible Performance Incentive Mechanism 
Based on Compilation Standard and Process Reengineering

Tong Wei

Abstract: The current budget management model in China has typical 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 Although cost-
saving and efficiency-enhancing a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benefits, they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departmental interests. Budget departments do not benefit from the savings of fun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On the contrary, their department budget will be cut down because of the reduction of 
fund balances, and their department performance will be deducted because of the unfulfilled expenditure targets. 
This kind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rewards capital waste and punishes benefit promotion. It opposites the 
interests of departments and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runs counter to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performance 
budget to improve government behavior mod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und use and to provide more adequate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to the public at lower cost. We should change the basic unit of budget compilation, 
optimize the process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erfect the budget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construct a compatible budget performanc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nduce departments to choose the best 
social behavior while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motion of social benefits 
and departmental interests. 
Keywords: Government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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